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３７期)２０１８(５)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政策的社会福利评估研究”(１８BJY１５３).
作者简介:尹世久(１９７７Ｇ),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产品与食品安全管理.

基于偏好异质性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研究

———黄淮海平原５７０个粮食类农场的实证分析

尹世久,吕珊珊,吴林海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省食品安全治理政策研究中心,山东 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　依据黄淮海平原５省５７０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在
对家庭农场忽略的属性进行信息处理的基础上,借助混合Logit模型和潜在类别模型,分析

家庭农场对不同扶持政策的偏好程度,以及不同偏好类型的家庭农场特征差异.结果发现:
采用推断性属性非参与方法进行信息处理后的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家庭农场更偏好农业补

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支持,但其对政策传播渠道的偏好也不能忽视;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

合时,受教育水平高、经营规模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程度高的家庭农场利润率提升的可能

性更大;家庭农场可划分为资金偏好型、知识与技术偏好型、土地流转偏好型和政策信息偏

好型四种类型.应该基于偏好异质性制定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将扶持政策向家庭农场相对

更为偏好的农业补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支持适当倾斜,并对农场主受教育水平高、经营规模

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度高的家庭农场进行重点扶持.
关键词　粮食类家庭农场;属性非参与;政策选择;混合Logit模型;潜在类别模型

中图分类号:F３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１７１１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３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现代农业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时期.在坚持家庭

承包经营基础上,培育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关系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在主要由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合作社构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家庭农场将占据主体地

位[１].农业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家庭农场的主体地位.家庭农场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方

式和现代农业的载体,是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次创新,是我国现代农业主要发展方向[２].

２００８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鼓励发展家庭农场,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家庭农

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标准.之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鼓励发展

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并给予政策扶持.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强调加快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已有超过８７万户家庭农场,经营耕地面积达到１．７６
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１３．４％[３].然而,相对于１亿多的传统农户,我国家庭农场数量总体上偏

少.同时,我国家庭农场依然普遍面临着经营规模扩大难、信贷融资参险难、扶持政策覆盖难等诸多

困厄[４].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不仅对欧盟各国家庭

农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其他国家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５].美国和日本的家庭

农场扶持政策主要侧重于强化科技支撑、健全土地制度、改善法律生态环境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

系[６].澳大利亚则通过融资支持、税收优惠、设立援助委员会等政策来促进家庭农场发展[７].借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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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政策实践,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财政补贴、信贷支持、农业保险、教育培训

和技术支持等家庭农场扶持政策[２].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家庭农场在成长阶段、土地制度、农业补贴、社会化服务和经营者素质等方

面存在巨大差异[８],西方国家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尚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我国现实国情,加快构建

政策体系,扶持家庭农场发展,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和必然选择,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之一.

　　一、文献综述

　　政策扶持是家庭农场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如何对家庭农场进行政策扶持,备受国内外学者关

注[２].Tzouramani等对希腊北部有机樱桃种植农场的研究表明,政府提供稳定的融资环境和相应的

农业补贴,可以显著改善农场的经营绩效[９].Mcfadden等指出,政府需要向农场提供教育培训和技

术支持[１０].Medina等认为,在资金保障、技术支持和市场资源整合等方面给予家庭农场针对性的扶

持,能充分激发其发展潜力[１１].Toader等研究发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和开展农业技术培训,能促进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１２].
家庭农场政策扶持研究也引起国内学界广泛兴趣.杜志雄等认为,对于家庭农场而言,农地制度

是基础性制度环境,政府支持政策是坚强后盾,农业教育与培训制度是重要推进器,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是重要支撑[１３].姜涛认为,应采取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强化农场主教育培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

系等措施,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可持续发展[１４].苏昕等提出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完善土地流转制

度、优化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等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建议[１５].推动土地规

范有序流转、建立健全教育培训体系、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加强技术与金融支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成为国内学者重点关注的政策措施[１６].
纵观国内外文献,现有研究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仍有待深化:第一,即便是完善的政策体系也需

要付诸实施才能实现价值,政策传播渠道直接影响其执行效果,但现有国内研究大多聚焦于政策措

施,缺少对政策传播渠道的关注.第二,现有研究普遍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的偏好,
影响了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与实施效果.第三,只有厘清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的异质性偏好,才能

依据其偏好提供配套的扶持政策.选择实验法是一种可研究异质性偏好的有效方法[１７],但选择实验

法建立在理性偏好的基础上,而在实际情形中,受访者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或高信息负荷,会忽略个别

属性对选择决策的影响,以简化决策过程,即出现属性非参与(attributenonattendance,ANＧA)问题,
这违背了选择实验法的理性人假设,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应对受访者忽略的属性进行信息处理[１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黄淮海平原５７０个粮食类农场为例,运用选择实验法,首先,从政策措施和

政策传播渠道两个维度,设置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属性及其状态水平;其次,分别采用陈述性 ANＧA 方

法和推断性 ANＧA方法,对粮食类家庭农场忽略的属性进行信息处理,以有效避免 ANＧA 问题;再
次,基于并未考虑 ANＧA的原始数据以及信息处理后的两种不同数据,借助混合 Logit模型(mixed
logitmodel,MLM),分别进行估计,从中选择模型拟合效果最好的估计结果,据此分析粮食类家庭农

场对不同扶持政策的偏好程度;最后,借助潜在类别模型(latentclassmodel,LCM),将粮食类家庭农

场对扶持政策的异质性偏好划分为若干类别,分析不同偏好类型的粮食类家庭农场特征差异.

　　二、选择实验设计与数据说明

　　１．属性与状态水平设置

选择实验的核心是将家庭农场扶持政策信息描述为属性特征的组合,并确定各属性的状态水平.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基层农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粮食类家庭农场进行访谈调研,初步确定了扶

持政策属性及其状态水平,并设计选择实验问卷对粮食类家庭农场进行预调查.在此基础上,通过向

农业政策研究专家咨询,对初步确定的选择实验问卷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确定将技术支持、农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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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信贷支持、教育培训、土地流转支持和政策传播渠道作为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的属性变量①,其属性

及相应状态水平见表１.
表１　属性及其状态水平

属性 水平 状态含义 属性 水平 状态含义

技术支持

１ 没有技术支持

土地流转支持

１ 没有土地流转支持

２ 一般技术支持 ２ 一般土地流转支持

３ 全面技术支持 ３ 全面土地流转支持

农业补贴

１ 每亩补贴１０３元

政策传播渠道

１ 单一渠道

２ 每亩补贴１５３元 ２ 一般渠道

３ 每亩补贴２１３元 ３ 多元渠道

信贷支持

１ 没有信贷支持

利润率变化

１ 不变

２ ５万元信贷支持 ２ 增长３％
３ ２０万元信贷支持 ３ 增长６％

教育培训

１ 没有教育培训 － － －
２ 分散的教育培训 － －
３ 系统的教育培训 － －

　　技术支持是指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措施向家庭农场提供生产技术.技术支持为家庭农场

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实现高产高效、节本降耗提供了有力支撑.借鉴Pan等的研究[１９],本文将技术支

持政策的状态水平设置为没有技术支持、一般技术支持和全面技术支持.其中,没有技术支持是指家

庭农场基本是依据自身经验或效仿他人进行生产经营;一般技术支持是指家庭农场在生产过程中,通
过农技推广站或其他机构获得过相关的技术指导;全面技术支持是指农技推广人员根据粮食类家庭

农场实际,提供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技术支持.我国的农技推广体系存在服务内容“同质化”严重、投
入资金不足、高素质人才短缺等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技术支持政策的有效落实[２０].因此,本文将没

有技术支持作为技术支持政策的现状水平.
农业补贴是指政府对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活动给予的补贴.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补贴中,农机购置

补贴是对家庭农场购置大型农业机械给予的补贴.由于大型机械价格昂贵,选择购置大型机械的家

庭农场数量较少,从而获得农机购置补贴的家庭农场也较少.因此,本文的农业补贴主要指农业支持

保护补贴(包括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三项)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由

于补贴直接打入家庭农场的“一卡通”账户,很多家庭农场主只知道补贴的总金额而不知道每项补贴

的具体数额,故本文基于补贴总金额,将农业补贴政策的状态水平设定为:每亩补贴１０３元、１５３元和

２１３元(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之和).其原因在于:第一,粮食主产区农户获得农业

支持保护补贴的最小值为４３元,最大值为１５３元,平均值为９３元;第二,对于经营土地面积５０~２００
亩的家庭农场,每亩的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为６０元,２００亩及以上的每户限额补贴为１．２万元(即最高

６０元/亩).此外,在预调研中发现,补贴总金额在每亩１００元左右的家庭农场数量最多,故本文将每

亩补贴１０３元设定为现状水平.
信贷支持是指为解决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对其提供的信贷支持.

信贷支持可有效缓解家庭农场的资金短缺压力,增加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积累.基于张德元等的信

贷配给调查结果[２１],本文将信贷支持政策设定为以下３个状态水平:没有信贷支持、５万元信贷支持

和２０万元信贷支持.当前,金融机构对家庭农场的信贷支持政策尚不完善,且“惧贷”现象较为突

出[２２].因此,本文将没有信贷支持作为信贷支持政策的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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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未将税收优惠和农业保险作为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的属性变量,其原因分别在于:第一,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我国废止«农
业税条例»,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免征农业税.第二,我国虽然通过保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补

贴等,降低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和提高保险公司服务供给的积极性,但保险公司定损和赔付的手续繁琐、保额不能补偿家庭农场的

基本物化成本、部分险种赔付标准过高、大部分县没有专门的查勘定损专家组.此外,种植业核定理赔要到作物收割时才能进行

赔付,耽误了家庭农场种植其他作物.可见,农业保险政策更多偏向于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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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是指为提升家庭农场主的创业兴业能力而开展的一系列培训活动.借鉴王东强等对教

育培训模式的划分[２３],本文将教育培训政策的状态水平设定为:没有教育培训、分散的教育培训和系

统的教育培训.其中,没有教育培训是指家庭农场主基本是依靠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掌握的技能进行

生产经营;分散的教育培训是指政府在农闲时节或生产关键节点,不定期的组织家庭农场开展教育培

训;系统的教育培训是指政府不仅定期组织家庭农场开展教育培训,还因需因材施教.刘剑虹等认

为,我国农业教育培训既存在“低水平简单重复”问题,又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硬约束机制,从而导致家

庭农场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不高[２４].因此,本文将没有教育培训作为教育培训政策的现状水平.
土地流转支持是指为保障家庭农场获得集中和稳定的土地资源,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在遵循农民

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做出的政策调整.本文依据参与流转的主体不同和政府

在土地流转中参与程度的差异,将土地流转支持政策的状态水平设定为:没有土地流转支持、一般土

地流转支持和全面土地流转支持.其中,没有土地流转支持是指仅靠家庭农场与分散农户沟通,通过

出租、入股、转让等方式获得土地;一般土地流转支持是指政府充当分散农户与家庭农场的桥梁,协调

双方对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面土地流转支持是指政府整合细碎化土地进行统一管理,进而将集中

连片的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土地流转涉及多方的土地权益,极易产生土地纠纷,而现有的土地流转

政策和法律尚不健全,且无统一的土地流转价格标准,致使政府很难进行协调和仲裁.因此,本文将

没有土地流转支持设定为土地流转支持政策的现状水平.
政策传播渠道是指家庭农场获取扶持政策信息的渠道.惠农政策的传播与实施效果密切相关.

当前,农业政策信息主要依靠基层组织、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等)和新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等渠道向外扩散.因此,本文将政策传播渠道的状态水平设定如下:单一渠道、一般渠道和多元渠

道.单一渠道是指仅靠传统媒体来传播政策信息,一般渠道是指采用基层组织和传统媒体相结合的

方式来传播政策信息,多元渠道是指利用基层组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种渠道来传播政策信息.
谢梅等指出,７５．７７％的农户通过电视来获取惠农政策信息[２５].因此,本文将单一渠道作为政策传播

渠道的现状水平.
扶持家庭农场的目的在于提高其利润水平和长远发展能力,故本文将利润率变化作为上述６种

扶持政策属性的目标结果变量.借鉴 Gao等的研究[３],本文将利润率变化的状态水平设定为:不变、
增长３％和增长６％.当前,我国家庭农场普遍面临资金供给不足、土地流转不畅等诸多问题,短期内

其利润水平难以迅速提升[２６],故本文将利润率不变设定为利润率变化的现状水平.
根据上述属性及其状态水平的设定,利用全因子设计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本文采用部分因

子设计法,运用SPSS２３．０软件的正交设计程序,依据 D－优化设计原则,将存在最优解和不符合现

实的选择集进行剔除和调整,最终得到１２个选择实验卡(表２为选择实验卡示例).其中,DＧefficienＧ
cy值为９１．４％,从正交程度衡量,问卷设计良好.

表２　选择实验卡示例

属性 政策组合１ 政策组合２ 政策现状

技术支持 一般技术支持 没有技术支持 没有技术支持

农业补贴 每亩补贴１５３元 每亩补贴１０３元 每亩补贴１０３元

信贷支持 没有信贷支持 ５万元信贷支持 没有信贷支持

教育培训 分散的教育培训 系统的教育培训 没有教育培训

土地流转支持 全面土地流转支持 一般土地流转支持 没有土地流转支持

政策传播渠道 多元渠道 一般渠道 单一渠道

经营利润率变化 不变 增长３％ 不变

您的选择(划√) • • •

　　在实际调研中,将１２个选择实验卡随机分成３组,得到３个不同版本的选择实验调查问卷,每个

版本的问卷包含４个不同的选择实验卡,即每位家庭农场主随机拿到某份问卷,面对４个选择实验

卡,进行４次选择.每个选择实验卡包括３个选项组,其中２个是备选的政策属性组合和１个政策现

状组合.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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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数据说明

(１)调查过程.考虑到我国农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各地区的政策差异,本文选取黄淮海平原的河

北、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五省进行调研.其原因在于:这五个省份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相近,均是

我国的产粮大省;这五个省份的家庭农场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各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家庭农场均逾

万户.
调查分两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为预调研.利用典型抽样法,在每个省份选择１０~２０户粮食类家

庭农场,采取面对面访谈的形式,了解当地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情况、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对扶

持政策的需求状况,为设计选择实验属性和调查问卷提供依据.第二阶段为正式的问卷调查.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由受过培训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调查组在上述５省展开正式

调研.在５省共７４个地级市中,按照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从每个地级市等距抽取３个县,进而在每

个县随机选取３个粮食类家庭农场进行调查.为保证问卷填写质量,事先对粮食类家庭农场主进行

问卷说明,并在调查人员的指导下完成问卷填写.共发放问卷６６６份,获得有效问卷５７０份,问卷有

效率为８５．７％.
(２)变量选取与测量.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２７]在政策属性组合下,可从农场主特征、资源禀

赋特征和心理认知特征三个维度出发,探究粮食类家庭农场利润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第一,在农场主

特征方面,经验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农场的收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场主受教育水平显著正向

影响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２８].因此,在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合时,农场主越年轻,受教育水平越

高,其利润率提升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在资源禀赋特征方面,当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少时,往往因雇工

产生较高的人工成本,这会大大降低家庭农场收益[２９].同时,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家庭

农场经营规模的适度将有利于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在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合时,
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经营规模越适度,其利润率提升的可能性越大.第三,在心理认知方面,家庭农

场对扶持政策的接受与选择行为,受其认知程度的影响.在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合时,对扶持政策

认知程度越高,其越能灵活运用政策来提高利润率[３０].
基于上述分析,选取农场主年龄、农场主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的合理程度和对

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作为粮食类家庭农场利润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农场主年龄为２０１６年的

实际年龄;农场主受教育水平通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过家庭成员中具有劳动能力

的人数来取值;经营规模的合理程度采用“极不适度＝１,基本适度＝２,非常适度＝３”的方法来测量;
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通过“非常低＝１,一般＝２,非常高＝３”来测量.

(３)样本描述.在５７０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中,农场主平均年龄为４２．４岁,且９６．０％的农场主年龄

在６０岁以下,这与我国农场主以中青年为主的现状相吻合;农场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８．６年,且

７１．１％的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在８~１２年之间,这与我国中等受教育水平为主的劳动力结构相一致;家
庭劳动力平均数量为３．１人,且９４．２％的家庭劳动力数量在２~５人之间,这与我国的农村家庭人口

特征基本吻合;经营规模均值为２．０,且８２．５％的经营规模为基本适度和非常适度,体现了适度规模经

营特征(见表３).就农场主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和经营规模的合理程度来看,此次的

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均值为２．１,且一般和非常高的粮食类家

庭农场共计８６．３％,表明粮食类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较好.
表３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基本特征 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农场主年龄 ２０１６年实际年龄 ４２．４ ７．４

农场主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 ８．６ ２．６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成员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数 ３．１ ０．７

经营规模的合理程度 极不适度＝１;基本适度＝２;非常适度＝３ ２．０ ０．６

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 非常低＝１;一般＝２;非常高＝３ ２．１ ０．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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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构建

　　１．混合Logit模型与潜在类别模型

本文引入混合Logit模型.该模型不仅放松了多元Logit模型的独立同分布假设,还允许属性参

数在不同粮食类家庭农场之间随机变动,即具有相同特征的家庭农场,其βn 不同.家庭农场n 选择

第i个政策属性组合的概率,用混合Logit模型表示为:

Pni＝∫
exp(βXni)

∑jexp(βXnj)f
(βθ)dβ (１)

式(１)中,f(βθ)是β的概率密度,β可视为服从分布f(βθ)的随机变量,θ为描述该分布的真

正参数.
若f(βθ)是离散的,式(１)可进一步转化为潜在类别模型,以判断不同家庭农场的所属类别,从

而解决人为武断划分类别的弊端.N 个粮食类家庭农场可划分为S 个潜类别,偏好相同或相近的家

庭农场会落入同一类别.家庭农场n 落入第s个潜类别,并选择第i个政策属性组合的概率为:

Pni＝∑
S

s＝１

exp(βsXni)
∑jexp(βsXnk)Rns (２)

式(２)中,βs 是第s个类别的家庭农场参数向量,Rns是粮食类家庭农场n 落入第s个潜类别的概

率,具体为:

Rns＝
exp(μszn)

∑Sexp(μszn) (３)

式(３)中,μs 是第s个潜类别中家庭农场群体的参数向量,zn 为影响家庭农场n 落入某一潜类别

的一系列特征向量.
综上所述,混合Logit模型可揭示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的异质性偏好,潜在类别模型则可将存在

异质性偏好的家庭农场划分为若干类别.综合采用两种方法,有利于深化家庭农场可观测效用Vni

的研究.将属性变量、目标结果变量、家庭农场特征变量和交互项纳入可观测效用Vni公式:

Vni＝βproPRO＋∑
K

k＝１
βikxik＋∑

H

h＝１
αh(Snh×ASC)＋ASC (４)

式(４)中,ASC 为替代常数项,表示除模型中设定的政策属性和家庭农场特征外,其他不可观测

因素对家庭农场n 政策选择的影响.在每个选择实验卡中,当家庭农场n 选择政策现状时,ASC 赋

值为１;当选择政策组合时,ASC 赋值为０.因此,ASC 值为负,表明家庭农场更愿意选择政策组合,
而非选择维持政策现状.PRO 是目标结果变量,即家庭农场利润率变化,βpro是其系数.βik是第i个

政策属性组合的第k个(k＝１,２,,６)属性变量xik的系数.Snh是家庭农场n 的第h 个特征变量.

αh 为特征变量与ASC 交互项的系数,用以反映家庭农场特征变量对其政策选择的影响.αh 值为正,
表明家庭农场特征变量对其选择维持政策现状具有正向影响;αh 值为负,则表明家庭农场特征变量

对其选择政策组合具有正向影响.

２．陈述性ANＧA方法和推断性ANＧA方法

有效避免 ANＧA是准确估计效用参数的关键.其中,陈述性 ANＧA方法是在农场主完成选项卡

后,直接询问其在先前的决策中是否忽略以及忽略了哪些属性.如果家庭农场忽略了某属性,鉴于该

属性并没有实际进入家庭农场的效用函数,则在效用函数中该属性系数为０.这既能将未参与决策

的属性从模型中移除,又允许每个家庭农场拥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减少因 ANＧA造成的估计偏差.
由于受决策时间的限制和内生性问题的影响①,陈述性 ANＧA 方法容易导致认知偏差.对陈述

性 ANＧA方法的质疑促进了推断性 ANＧA 方法的发展,该方法将各种信息处理策略识别为某一概

率[３１].本文借鉴 Hess等[３２]的研究,在模型参数估计值的基础上人为设定一个“小概率”的最佳门槛

２２

① 指行为个体报告的非参与信息可能与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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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将变异系数高于最佳门槛值２的属性视为被忽略.变异系数为:

C．Vnm＝E[σnm|datan]/E[βnm|datan] (５)
式５中,E[σnm|datan]为家庭农场n 选择属性m 的条件标准差,E[βnm|datan]为家庭农场n 选

择属性m 的条件均值.若变异系数大于最佳门槛值２,则属性m 的条件标准差较大,即存在过度离

散,此时视为家庭农场n 忽略了属性m.

　　四、结果分析

　　１．信息处理结果分析

表４　陈述性ANＧA和推断性ANＧA比较

属性
陈述性 ANＧA
次数 占比/％

推断性 ANＧA
次数 占比/％

技术支持 １２ ２．１１ ２３ ４．０４
农业补贴 ７ １．２３ １１ １．９３
信贷支持 １６ ２．８１ １８ ３．１６
教育培训 ３８ ６．６６ ２７ ４．７４

土地流转支持 ２９ ５．０９ １５ ２．６３
政策传播渠道 １４ ２．４６ １７ ２．９８

为有效避免 ANＧA 问题,本文分别采用陈述性

ANＧA方法和推断性 ANＧA方法.如表４所示,基于两

种方法得到的各政策属性的 ANＧA 比重不尽相同,尤
其是技术支持、教育培训和土地流转支持的 ANＧA 比

重存在明显差异.
具体来看:第一,基于推断性方法识别出的技术支

持 ANＧA比重明显高于陈述性方法.这表明尽管有部

分家庭农场声称没有忽略该属性,但其在实际选择中却

忽略了该属性.第二,依据推断性方法识别出的教育培训和土地流转支持 ANＧA比重明显低于陈述

性方法.这意味着部分家庭农场声称忽略了该属性,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忽略该属性.
此外,无论采用陈述性方法还是推断性方法,均发现教育培训 ANＧA比重最高,而农业补贴 ANＧ

A比重最低.原因可能在于:①与分散农户相比,家庭农场主不仅具备一定的农业技能和经营管理经

验,还具有较好的自我学习能力,因而家庭农场对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②生产的周期性和

季节性决定家庭农场承担高额的资金周转成本,而农业补贴能有效缓解其资金压力.因此,家庭农场

格外重视农业补贴.

２．混合Logit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依据并未考虑 ANＧA的原始数据、将家庭农场声称忽略的属性去除后的数据、将变异系数大于

门槛值的属性去除后的数据,分别得到全体属性参与、陈述性 ANＧA 和推断性 ANＧA 三种估计结果

(表５).其中,推断性 ANＧA的对数似然值(LogＧlikelihood)最大,且伪决定系数(McFaddenPseudoＧ
R２)最高,表明模型拟合结果最优.因此,本文将围绕推断性 ANＧA 的估计结果来展开讨论,具体

如下:
(１)ASC.ASC 显著且为负数,这表明与选择维持政策现状相比,家庭农场更倾向于改变现状,

选择相应的政策属性组合.
(２)均值系数.除分散的教育培训和一般渠道外,其他政策属性变量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

明,家庭农场获得一般技术支持和全面技术支持、农业补贴和信贷支持较多、系统的教育培训、一般土

地流转支持和全面土地流转支持,以及可通过多元渠道获取政策信息时,家庭农场的利润率会提升,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类似.例如,Yang等发现,技术支持和正规的教育培训是增加家庭农场收入

的关键因素[３３];Kirwan证实,农业补贴能使家庭农场从农业生产中获益[３４];Petrini等认为,信贷支

持能促进家庭农场发展,而多元化的政策传播渠道能增强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从而灵活

运用扶持政策来提升自身收益[３５].此外,农业补贴、信贷支持、全面技术支持和一般技术支持的均值

系数远远大于其他政策属性变量,这表明家庭农场最希望得到政府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３)标准差系数.所有政策属性变量的标准差系数均显著,这表明家庭农场对技术支持、农业补

贴、信贷支持、教育培训、土地流转支持和政策传播渠道的偏好均具有较大的异质性.
(４)家庭农场特征与ASC 交互项.ASC 与农场主受教育水平、经营规模非常适度和政策认知程

度非常高的交互项均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在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合时,农场主受教育水平高、
经营规模非常适度和对扶持政策认知程度非常高的家庭农场,其利润率提升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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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第一,家庭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决策执行力和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越高,因而其利润率越

高.第二,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能在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条件下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最

优配置和有效利用,从而提升利润率.第三,对扶持政策认知程度非常高的家庭农场主,会充分运用

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扶持政策,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另外,ASC 与农场主年龄的交互项不显著,这可

能与我国家庭农场主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年龄差距较小有关.ASC 与家庭劳动力数量的交互项不显

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各传统要素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发生结构性调

整,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家庭农场利润率的影响逐步减弱.
表５　混合Log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全体属性参与

系数 标准误

陈述性 ANＧA
系数 标准误

推断性 ANＧA
系数 标准误

均值系数

ASC －０．６３７∗∗ ０．３１４ －０．５９２∗∗ ０．２７８ －０．７１５∗∗∗ ０．２５８

一般技术支持 ０．４１３∗∗ ０．２０３ ０．３７５∗∗ ０．１７６ ０．８９３∗∗ ０．３８６

全面技术支持 ０．３２５∗ ０．１７４ ０．４６７ ０．３７５ １．００６∗∗ ０．４６４

农业补贴 ０．９６７∗∗∗ ０．２４９ １．０５１∗∗∗ ０．２７３ １．３６４∗∗∗ ０．３８０

信贷支持 ０．５９１∗∗∗ ０．１９６ ０．４３２∗∗ ０．１８７ １．０８５ ∗∗ ０．５３９

分散的教育培训 ０．３４７ ０．３０６ ０．２７９ ∗ ０．１５２ ０．２７９ ０．２６３

系统的教育培训 ０．４４１∗∗ ０．１８２ ０．３９２∗∗ ０．１６７ ０．３５６∗∗ ０．１６０

一般土地流转支持 ０．６５３∗ ０．３３４ ０．５７７ ∗∗ ０．２３９ ０．５９４ ∗∗ ０．２９２

全面土地流转支持 ０．５７２ ０．４７６ ０．５２１∗ ０．２９６ ０．５２７∗∗ ０．２４３

一般渠道 ０．８６４∗∗ ０．３８７ ０．９５３∗∗ ０．４０９ ０．４７３ ０．４５７

多元渠道 ０．７５９∗∗∗ ０．２４４ ０．６３７∗ ０．３６２ ０．５６４∗∗ ０．２４０

利润率变化 ０．０２１ ∗∗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 ∗∗ ０．０１１

ASC×农场主年龄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９６

ASC×农场主受教育水平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５

ASC×家庭劳动力数量

ASC×基本适度a

ASC×非常适度a

ASC×一般b

ASC×非常高b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０

标准差系数

一般技术支持 ０．２７３∗ ０．１５３ ０．１９７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１２

全面技术支持 ０．１５９ ０．１２８ ０．２３１∗∗ ０．０９９ ０．３１５∗∗ ０．１３５

农业补贴 ０．４８３ ０．４７７ ０．３５２ ０．３６０ ０．５２４∗ ０．３１２

信贷支持 ０．３６７∗∗ ０．１８１ ０．３０９∗ ０．１６４ ０．４２５∗∗ ０．１８０

分散的教育培训 ０．２８３∗ ０．１２７ ０．３１１∗∗ ０．１４７ ０．３５６∗∗ ０．１６８

系统的教育培训 ０．２９７∗∗ ０．１３２ ０．４３６ ０．４１６ ０．４９９∗∗ ０．２２２

一般土地流转支持 ０．１６２∗ ０．０８７ ０．２０９∗ ０．１１８ ０２４３∗ ０．１３０

全面土地流转支持 ０．４２４ ０．３０１ ０．２６２ ０．１９８ ０．３１２∗∗ ０．１５５

一般渠道 ０．３２５∗∗ ０．１５４ ０．４０１ ０．３５４ ０．２０６∗ ０．１１７

多元渠道 ０．５８８∗∗ ０．２７４ ０．５１３∗ ０．２８４ ０．４２７∗∗ ０．１８０

LogＧlikelihood －４６８５．６６７ －４９３４．５３２ －４１７６．９０３

McFaddenPseudoＧR２ ０．２０３ ０．２２７ ０．３２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a表示ASC×经营规模的合理程度(以ASC×极不适度为参照);b表示

ASC×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以ASC×非常低为参照).

　　３．潜在类别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对不同类别的家庭农场政策偏好做进一步分析.为检验模型的适配性,现有

研究大多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或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来衡量模型拟合效果,当样本数量过多

时,BIC可有效防止模型过度拟合[３６].因而,本文以BIC作为潜在类别模型分类的主要依据.将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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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类家庭农场分成４类时BIC 值最小①,即模型拟合效果最好.这表明:第一,依据各政策属性的效

用大小,可将粮食类家庭农场划分为４个不同的潜在类别.第二,本文设置的６项政策属性中一定存

在２项政策属性同属于一个类别的情况.潜类别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潜在类别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类别１
资金偏好型

系数 标准误

类别２
知识与技术偏好型

系数 标准误

类别３
土地流转偏好型

系数 标准误

类别４
政策信息偏好型

系数 标准误

ASC －０．６５１∗∗∗ ０．２１７ －０．４７７∗∗ ０．２２５ －０．４０３∗∗ ０．１８６ －０．５４５∗∗ ０．２６３

一般技术支持 ０．６０４ ０．４８９ ２．０８２∗∗∗ ０．６４１ ０．４８５ ０．３２８ ０．５４３ ０．３７０

全面技术支持 ０．８３６∗∗ ０．３５７ ２．５３５∗∗ １．０１５ ０．３２６ ０．２５９ ０．３４５ ０．２５３

农业补贴 １．４５７∗∗∗ ０．４８８ １．１６３∗∗ ０．５４２ ０．７４９∗∗ ０．３６４ ０．８６６∗∗ ０．３８６

信贷支持 ２．３９２∗∗∗ ０．８６５ ０．９１４∗∗ ０．４２２ ０．４３６∗∗ ０．２０２ ０．６２７∗ ０．３５１

分散的教育培训 ０．５４９ ０．３８３ １．５４７∗∗∗ ０．５５５ ０．３９７ ０．２６７ ０．４６４ ０．４２１

系统的教育培训 ０．６２０ ０．４８９ １．７０３∗∗ ０．７１９ ０．３３１ ０．３１６ ０．４３２∗∗ ０．２０１

一般土地流转支持 ０．５３３∗ ０．３０２ ０．３６４ ０．２９２ １．０８６∗∗∗ ０．３３５ ０．３３９ ０．２２５

全面土地流转支持 ０．７１６ ０．４９３ ０．２９５ ０．２４４ １．５５７∗∗ ０．７６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８７

一般渠道 ０．５３２∗∗ ０．２３８ ０．４６３ ０．３４５ ０．５６１∗∗ ０．２４１ １．３０４∗∗∗ ０．４２８

多元渠道 ０．４９７∗ ０．２６７ ０．５６１∗∗ ０．２４１ ０．４６７∗∗ ０．２０３ ２．０２６∗∗∗ ０．６２４

利润率变化 ０．７９７∗∗∗ ０．２８１ ０．５２５∗∗ ０．２３８ ０．３２６∗∗ ０．１３５ ０．３１１∗ ０．１５９

农场主年龄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４

农场主受教育水平 ０．３２０ ０．２３６ ０．６９３∗∗∗ ０．２４３ ０．２８６ ０．１９６ ０．５１２ ０．４１５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３６１ ０．２７３ ０．３２２ ０．２２１ ０．９７４∗∗ ０．４１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２４

经营规模的合理程度 ０．２５６ ０．１８０ ０．４６９ ０．３５４ ０．４３３ ０．２８５ ０．３６２ ０．２５８

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 ０．４１４ ０．４７７ ０．７５８∗∗ ０．３５０ ０．６４２ ０．４０２ ０．５３３∗∗ ０．２５０

分类概率 ０．４３２ ０．２８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２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第一类别中,农业补贴和信贷支持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大,即这类家庭农场对资金的需求尤为强

烈,可称为“资金偏好型”.该类型家庭农场所占比重最大(４３．２％).这与混合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中家庭农场较为偏好农业补贴和信贷支持的结论相一致.此外,相比于年长的农场主,年轻的农场主

往往资金基础较为薄弱,对资金的需求更迫切,故农场主年龄对其落入这一类别的概率具有显著负向

影响.
第二类别中,一般技术支持和全面技术支持、分散的教育培训和系统的教育培训的估计系数相对

较大,即这类家庭农场对知识、技术具有强烈偏好,可称为“知识与技术偏好型”,其所占比重为

２８．５％.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和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越高,则越能理解知识和技术的与时俱进对

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对知识和技术的学习意识越高[２７].因此,农场主受教育水平和对扶持

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其落入该类别的概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类别中,一般土地流转支持和全面土地流转支持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大,该类家庭农场可称为

“土地流转偏好型”,其所占比重为１５．４％.拥有更多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具有扩大经营规模的强

烈意愿,而土地流转是其扩大经营规模的必经之路.因此,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家庭农场落入这一类别

的概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四类别中,一般渠道、多元渠道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大,即这类家庭农场对政策信息较为敏感,故

为“政策信息偏好型”,其所占比重为１２．９％.与年长者相比,年轻的农场主更善于利用多元化的传播

渠道快速获取全面详实的政策信息,因而农场主年龄对其落入该类别的概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此

外,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的认知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其对政策信息越关注.因此,对扶持政策的认知

５２

① 分成２~７类时的BIC 值依次为:３５１７．４２３、３４６２．２１０、３２２５．０８３、３３６４．７５９、３４９７．６５５、３６３３．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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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对其落入该类别的概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黄淮海平原五省５７０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在分别采用陈述

性 ANＧA方法和推断性 ANＧA方法,对家庭农场忽略的属性进行信息处理的基础上,借助混合Logit
模型,分别得到全体属性参与、陈述性 ANＧA和推断性 ANＧA三种估计结果,发现推断性 ANＧA的模

型拟合效果最好,并以此分析了家庭农场对不同扶持政策的偏好程度.进而,借助潜在类别模型,分
析了不同偏好类型的家庭农场特征差异.

主要结论如下:(１)粮食类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的偏好具有异质性,尤其是对农业补贴、信贷支

持、技术支持的偏好程度较高,但对政策传播渠道的偏好也不容忽视.(２)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合

时,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越高、经营规模越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程度越高的家庭农场,利润率提升的

可能性就越大.(３)根据政策偏好不同,可将家庭农场划分为资金偏好型、知识与技术偏好型、土地流

转偏好型和政策信息偏好型.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扶持家庭农场的如下政策建议:(１)将扶持政策向家庭农场较为偏好的农业

补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支持适当倾斜,满足家庭农场对资金和技术的强烈需求.(２)本着“先富带动后

富”的原则,对农场主受教育水平高、经营规模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度高的家庭农场进行重点扶持,
做到政策扶持有的放矢.(３)制定精准的扶持政策组合,让不同政策偏好类型的家庭农场对扶持政策

都能“够得着也吃得饱”,实现扶持政策的效用最大化.(４)推动基层组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

的多元化政策传播方式的发展,提高家庭农场对惠农政策的知晓度和政策效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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